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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主体与近代乡土社会 

——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新都实验”为例 

张艺英
1
,李军

2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41； 

2.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1937年 4月，四川省政府与晏阳初主办的平教会合作的新都实验县成立，以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为两

大目标，县府人员随之改为以平教会和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然而不到两年即爆发的“新都事件”致实验县名

存实亡。通过考察新都实验过程及制度构建、财政开支以及农民负担等情况，从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①1的理论视角

能够解读“新都事变”的深层原因。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企图进入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越是推进现代治理，则与分

散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越高；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推高，财政亏损代价则进一步转嫁给民众，导致地方势力藉

此反抗酿成群体性事件。最终，实验失败后的两任县长惟交好袍界甚至加入袍哥组织，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

的社会组织治理乡土社会的老路。 

【关键词】新都事变；外来主体;平教会;县政改革；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8）01-0023-12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时局不断发展，国民党当局和国内思想界人士把四川看作能够维持长期抗战的中国“腹地”省份，

因此，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与四川省政府的刘湘都希望通过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协助动员四川农村的社会资源并稳定农村社会。

而晏阳初认为定县实验后，需要以省为单位来发展这一改造计划机会，而四川具有“不可多得的政治条件”。［1］因此，1936 年

10 月，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并由平教总会负责组织。经过社会调查，设计委员会决定选择新都作为实验县，直

接受省政府监督。由此，新都成为继定县、衡山后的第三个平教会参与的县政实验县。 

1937 年 4 月 11 日，实验县正式成立，由晏阳初推荐的陈开泗任县长，因为陈“曾在兰溪实验县等地工作，对于县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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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土地陈报等具有经验”。[2]302然而，1938年 11 月 10 日，川西各县哥老、团丁千余人（一说五千余人）突然包围新都，要求

停止征兵，撤换县长陈开泗，取消实验县，即造成四川有名的新都围城事件。① 

在关于新都事件的既有论述中，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认为并非实验县措施不当，而是政治派系斗争的问题;②二是实验县的

各种措施影响了哥老会首③及地方土豪劣绅的特权，因此趁政局混乱公开反对实验县;[3]三是认为除了地方利益冲突外，也牵涉到

整个四川政局甚至国民政府在四川的统治;[4]四是认为新都事件是在改造传统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政治势力的斗争结果。
[5]182-183目前研究多停留在简单描述和猜想的层面上，还未有文章详细考察这一过程。 

因此，本文将首先考察新都的基层权力结构;其次论述其县政实验过程，这些计划如何重构基层政权;再根据档案资料描述

新都实验的结果;最后分析外来的现代政治主体实施的这些改革计划是否增加了县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最终由

谁承担。 

本文使用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希望能扩展既有解释体系，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经济史层面的

观察视角。据此本文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任何外来主体进人乡村都将面临与分散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由于交易成

本的高低决定了政府的制度供给，因此，交易成本也是制度成本。[6]44由于外来的现代政治主体改变了原有与小农的交易方式——

从原来与士绅袍哥等少数群体交易变成与个体小农交易一造成交易成本过高，其直接表现即为，县政组织机构庞大，改制成本

推高，财政亏损代价进一步转嫁给民众等。这些此前很少涉及的材料，应该成为研究新都事件的依据。 

一、新都基层权力结构 

四川的基层权力结构与华北的乡绅治理不同，在近来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四川复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

且基本都承认袍哥等非正规组织对基层政治、经济等的控制能力。比如伊莎白（2013）根据 1940 至 1941 年在四川璧山兴隆场

的实地调查资料，认为尽管在抗日战争前四川省政府试图通过保甲制将权力控制延伸到乡村社会，但是在兴隆场最大的权力仍

然来源于哥老会即袍哥——袍哥在运用权力、调整社会控制、调解纠纷、调和冲突以及丰富当地文化生活方面比正式的镇政府、

家族、宗教团体更有效，甚至可以成功地抵抗国家某些计划的渗入。[7]2 

新都位于四川成都的北部，是典型的袍哥社会，根据既有回忆录、文史资料以及档案资料可以得其基层权力结构的概略。 

在政治权力方面，新都县的袍哥组织有的把持乡保政权，有的要挟县政权，甚至有的县长上任还需与袍哥组织“打上咐”，

地方上的一些纠纷，也需要袍哥大爷出面调停。新都县最大的袍哥组织是全汉社，建立于民国初年，后由苟荣山任总舵把子，

共有 5个码头约 2千人，各场镇都有分社。“民国 30年，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潘文华派军需主任来新都调拨军粮。新都县长冉

崇亮不予支付，两人大闹一场，后由全汉社舵把子苟荣山从中斡旋。冉承认调拨，方才平息波澜”，可见袍哥大爷在县级政权

中的作用;在基层政权中，实验县后即 1939 年，县长罗远猷为在新都立足，在督导区一级，任命的第三区督导主任陈美生、第

四区督导主任雷清通均是袍哥大爷，“所用乡镇长，全县总舵把子苟荣山任外东乡乡长，西门舵把子温晓初任外西乡长，南门

舵把子鞠汉卿任桂林乡长，弥牟镇舵把子李兴贵之子李敬修任弥牟镇长”，可见袍哥在基层政权中的地位。[8]122-131除此之外，在

民众纠纷中，袍哥大爷也常常在茶馆讲理，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比如“民国 38 年夏，新都城关一廖姓夫妇不和而互相扭打，

妻谢氏因伤致死”，丈夫最终依靠袍哥组织逃避了官府的处罚。[9]900-901 

                      

①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内部资料《新都文史》第一辑，第 105页。 

② 见陈开泗《回首八十年》1986年自印本，第 130-133页。 

③ 哥老会俗称袍哥，系明末清初民间秘密结社。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为推翻清王朝政权起了

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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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层面，袍哥不仅把握正规经济领域，更把握着地下经济交易，最重要的两项是赌博和烟毒。在正规经济领域，比如

屠宰税等，“新都县城关屠宰税每年招标时，其他人不敢与袍哥苟荣山争标，他投若干就是若干。承包后，即恣意高征高收。

他还组成一个买卖田产房产的集团，垄断土地房产的价格和契税”。[9]901而新都的地下经济，从实验县前后赌博和烟馆盛行就可

见一斑。实验县前，拥有水田 300 余亩的袍哥大爷吴肇章，从 1933 年起，上通过打点政府，例如每年直接给县长送禁烟经费，

下结交银行经理及各地袍哥，垄断了新都的大米市场，承包厘金杂税，开设土膏行包揽生熟鸦片的专卖①（实验县时，陈开泗拒

绝与其合作，1942年，蒋介石枪毙了吴）。实验县后，赌博之风和烟馆重新盛行。1939年，县长罗远猷为在新都立足，“至居

家寺厚舵把子人情，在县城同法团劣绅大请哥老社会，随时团聚赌博”，以致“烟馆林立，如南门之桂林场东门之唐家寺为最

著赌场遍地。城内苟聋子所摆之牌九场，夥赌者以数千计”，禁烟政策上，更是置若罔闻，与联保等串通，任人购买。罗远猷

之后，县长冉崇亮更是加人了袍哥组织，并在新都任县长长达 6 年，民众认为与实验县时相比，“今则提倡哥老社会林立，赌

窟无处不开，烟馆处处皆是，因此匪患纵横”，虽然民众控告不断，但是地方势力也不断上函力保其为贤明县长。[8]122，132，143 可

见两者都对当地的势力作出让步，融入了当地既有的权力结构。3 

另据陈开泗回忆，新都是著名的哥老社会，民众的运输贸易，须向各“码头”的“舵把子”缴纳保护费，过境的殷商富户，

必先拜码头，请人护送……县境内的治安实际上控制在袍哥大爷的手里。②王奇生也认为，四川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

过了国民党，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10] 

因此，本文认为，新都县本来是一个官方设立在基层的党政组织能力薄弱、哥老会势力较大的传统农业社会，其交易在县

政府与承办税收的“代理人”之间进行。鉴于人多地少的农村能够产生的经济剩余极少，这种县以下乡土社会非规范治理虽然

积弊多多，但因有低成本特征而尚可维持。 

二、新都实验内容 

对此，晏阳初认为新都与定县不同，“第一步的紧要工作是解决治安问题”。［5］9 陈开泗如此定位新都县政实验:“从事县

政建设，在消极方面，须革除贪污旧习，以树立廉洁政府;在积极方面，须使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诸种建设，切合实

际需要，使人民的组织力、生产力、知识力，强健力（四力）等生存力量，得到培养。”［11］而这种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是秉

持公民社会理念的晏阳初把中国农民的弊病归结为“贫愚弱私”而要求平教会在此前的定县实验强调的“四力”的内容。 

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实验县工作有四大类。 

第一，为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了县域内的政府及军警体制。 

首先是大力改革县本级的体制和机构：一是裁局设科，在县政府内除设秘书室外，共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科;［12］

二是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将县金库改为银行存款制，一切收支均归银行办理;［13］三是警卫合一，将原省保安团直接指挥的驻扎

在新都的保安队与县警察合并，成立县警卫处，各区设分驻所，各联保设派出所，各保设管警，于 1937 年 12 月 1 日开始分发

学警于各保。警卫合一制度保证了治安权力的实现，使新都从下到上都处于正规权力的掌控之中，在政令推行和剿匪方面影响

颇大。① 

其次，改革县以下行政机构:一是裁撤区署，设置县政督导员，将以往的县一区署一联保三级体制改为县（督导区）一联保

两级体制，便于政令上传下达;［14］二是整理保甲，因为过去的保仅有组织的形式，而无组织的内容，因此原则上以乡镇为边界，

                      

① 参见《新都文史》第一辑第 148页。 

② 参见陈开泗《回首八十年》。 

 



 

4 

令各督导员会同各联保主任重新改编保甲，保数量从 250保减少到 138 保，［15］由“县府津贴各新编保法币五角作为制发门牌户

帖造册之用”。［16］ 

第二，县域机构改革的同时，实验县着手民政与财政工作。 

首先是户籍调查，1937年 7 月，借暑期之际，将小学教师 150人加以训练，使充任户口调查员，②8月 1日到 8 月 5日将全

县户口调查完毕。其次是清查地籍，整理田赋，经过两个月清查完毕，全县土地的数量比原来的统计竟然增加了 66000 亩！经

校对后，于次年 4月 16日起，开始颁发土地管业证，要求土地所有者亲自到县府柜台办理，并开始按照此土地清册，征收税款，

该年“土地税收增加 36188 元，较去年提升 6.56%”。［9］20从此狡黠者无计可施，而涓滴税收可归公。最后是改变以往的税收方

式。陈开泗认为，通过警卫合一等政策，旧的“特权团体”不符合新政要求，便舍弃传统的与乡村交易的权力主体。比如征收

保甲捐，他认为“过去保甲捐均系发交保甲人员代收，结果流弊百出，此次亦改由财务委员会自行设柜征收”；［17］37 确认土地

权力，也在县政府设立专门的柜台;缴纳以往欠谷，均须直接送到县府，由县府补贴其脚力费。 

这些措施当然有进步意义。但任何变革都是有制度成本的。土地清丈、保甲捐等及其税收增加所表达的制度收益，也并非

无偿获得的。 

比如，土地清丈不仅将交易主体直接变为分散的土地所有者，仅从有形开支看，从 1937年开始办理地籍调查，工作人员达

到 700名。此次清丈，县府要求保甲人员尽力协助。待全部工作结束后，分别酌给津贴，计:联保主任一元，保长四角，甲长一

角。［18］县府“规定于四月十六日开始，并呈准每亩征收清丈费一角五分，全县土地共 30 万亩，可征四万余元，以偿还垫借欠

款”。［19］可见，在地籍清查中，县府的各种费用开支不仅需要借款维持（下文有具体的借款数字），而且需要摊派征费才能抵

补。 

第三，在社会治理方面，主要是严禁烟毒。 

当时四川省的禁烟办法是“寓禁于征”，内含附有增加收益的动因。在县设置土膏行，其性质为民营商业机构，由省禁烟

督察处统购统销，其销售额愈多，利润愈大。实验县开始后，第一步为厘清烟民;第二步为强制戒烟，特设一所戒烟所，其医药

伙食概由政府供给。这个带有现代性的官方举措开支较大。1938年 4 月起，已戒除三期，耗费经费 3707元。那么，是否能够借

助“寓禁于征”实现平衡呢？ 

据陈开洒自述，在他就任不久，县土膏行经理吴肇章（浑水袍哥大爷）来县府，交给第一科科长杨时须一包数量可观的钞

票，说是土膏行每月补助县政府的禁烟经费，并说以前都是这样办的，陈开泗断然拒绝。吴肇章在陈开泗建议下将此款以地方

公益款名义存至银行，后来陈开泗被检举说收受吴肇章的贿赂。自此，土膏行的派销办法完全失效，营业额一落千丈，以致难

以维继而关门。③4 

此案例中，一个代表着现代性的实验县县长与一个代表传统非规范力量的袍哥大爷的冲突，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实验县

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现代与传统力量的角逐;而且表明外来主体改变地方治理，需要支付较大的交易成本。 

第四，是乡村建设方面。 

                      

① 可参见《新都文史》第一辑。 

② 调查员由县政府酌情给膳食津贴。 

③参见陈开泗著《回首八十年》自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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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比县政方面实行略晚，主要为农业改良、合作社组织、教育、卫生等工作。首先是农业改良方面，主要

为推广动植物优良品种。据陈开泗自述，因实验时间不足两年，改良品种推广的面积不多，由此可知，农业改良短期不可能完

成，还仅处于实验研究阶段;在合作社组织方面，主要与农本局合作金库，资本 10 万元，农本局出资 9.5 万元，县府出资 5 千

元，其他各种垦殖、运销合作社均与其密切联络，主要利用其贷款，其贷款范围有限。其次是教育卫生方面，主要采用导生传

习方法，融合壮丁训练，截至次年六月，训练八千余人;在卫生上，主要是在县城设一所卫生院，区设 5所卫生所，保设卫生员

138人，针对种痘接生与防疫针之注射，均普及全境。［20］ 

晏阳初对实验县建设方面的工作并不满意。他认为“建设方面……没有深合定县精神”，并派了三位有建设经验的人员增

援新都，撤换了负责建设和教育的两科科长，期待建设方面能有所成绩。［5］147 

由此可见，在实验县的县政与建设的两个目标上，县政改革先行。由于实验中断，在建设方面，只有卫生方面效果较为显

著。 

三、民间积怨到新都事件 

实验县开办以来，就遭遇了持续不断的挫折。平教会方面，晏阳初本以为新都有种种支持，会比衡山容易开展，然而没想

到却有多种波折，报纸上也常透露出无根据的消息和批评，而且经费万分困难。[5]93可见平教会在战后经费缺乏的情况下并未给

新都民众带来像华西实验区时的贷款等实惠。 

在省政府方面，继刘湘之后的新任四川主席王缵绪对新都实验县大力支持:“各方面的人，都说新都实验县办得不好，既扰

民又费钱”，新政总是难以被人一下子接受。因此他劝士绅们:“不要动辄反对政府举办的新政，要替政府多宣传”，他说:“实

验县每年仅由省政府补助五六万元……虽然财政困难，但是这点钱还是值得的。”[21] 

笔者认为需要做如下提示：定县早在 1904 年即由翟城村米氏乡绅父子发起了村治改良，在 1914 年即已经被民国政府确立

为“村治模范县”;平教会介入实验县，则是被当地开明士绅邀请而与乡土社会良绅治理有机结合。据此看，新都与定县的成败

很难简单下定论。从直接成本看，此前定县实验有美国宗教机构给予较大资助，晏阳初于 1929 年在美国华侨那里募捐了 50 万

美元左右;除此之外，1930年向米耳板卫生基金会请得了卫生研究补助金，第一年补助了 43412元（美元），以后每年略有增减。
[22]很多记述中提到著名的“百名博士下乡”，其参与者月薪也较丰厚，比如冯瑞博士每月收入 180银元（约合美金 80元）。[2]104 

四川省政府每月只补助新都实验县人事经费 500 元，对于每月开支上万元甚至几万元的实验县来说，这些补助简直是杯水

车薪。何况，省政府在抗战压力下财政拮据，而平教会也由于抗战后缺少资金来源，并没有给新都实验任何支持。 

省政府既需要新政带来的税收增加，又对当地的反抗无能为力，无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陈开泗在这种刚性成本与

软性收益不对称的情况下，处境艰难，所有新政开支只能由县政府本身解决。 

除要应对上级组织的监督外，实验县还要面对各地方利益团体、士绅等，都有作为外来主体难以应对的交易成本，这些成

本便转化为与本地利益群体的冲突。随之，实验县渐趋失控，酝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 

除上文提到禁烟过程中检举陈开泗收受吴肇章的贿赂外，1938 年 5 月，新都县士绅罗列八条罪状，其中对县内农民最有动

员力的，就是土地发证费用的摊派——分别向四川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状告陈开泗，并附件全县署名关于《对我新都

实验县颁发土地管业证每亩征洋一角五仙共约苛收洋五万元》的宣言和《呼吁全县公民共同抵抗等待省县士绅设法让县府收回

成命》的警告，其基本诉求是拒绝缴纳颁发土地管业证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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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于 1938 年 7 月 6 日派视察员调查此事，该视察员针对八条罪状逐条核查，最后认为:“陈县长在新施政，个人

廉洁奉公，实心政务，已为一般人士所公认，惟因处事果决，偏于独断，甚少征求地方绅民同意，故有少数分子常欲与之为

难。”[8]25"36实验县想办新政而巨额费用最终由全县人民负担，因此引起了当地绅民的不满，但是视察结果认为陈县长脱离民

众，并与之产生隔阂。 

据陈开泗回忆，新都有一个“特权团体”，把持县政，并与哥老会、烟毒贩相互依存，县政兴革用人，必须商得其同意。

起初，陈县长事事与之协商，但由于新政的各项改革事业，均与各学术机关合作，选人标准与兴革观念南辕北辙，难以协调而

不再与之商量，使得该团体无法插足县政，认为实验县破坏了他们的控制权。① 

由此可见:在政治上，实验县打破了以往把控县政实权的“特权团体”；经济上，不仅损害了以“吴肇章”等为首的袍哥组

织等地方利益集团，也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利益。因此他们会利用机会伺机反抗。 

接着，1938 年 10 月 27 日，四川省府提议，调陈开泗为第一行政区督察员，正式人事令还未发布。11 月 10 日，川西各县

哥老、团丁千余人（一说五千余人）突然包围新都，要求停止征兵，撤换县长陈开泗，取消实验县，即造成四川有名的新都围

城事件。 

该事件形成过程大致如下:在当月 8日，弥牟镇突然打死警察，接着督导员办公处被捣毁;下午，永兴乡联保处被打砸;半夜，

新店子的太兴联保办公处被捣毁，并打死督导员陈某、巡官刘某、警察几名，而到太兴搞农业推广的金陵大学毕业生邰克治，

被诬为种“洋麦子”而遭半夜枪杀。接着，9日，当局发现新都城已被包围，于是下令关闭城门，即形成上文所描述的围城事件。

不久，省保安处长刘兆藜赶到，民众向其提出了八项要求。②5 

然而仔细考察民众提出的要求，只有撤销乡村警察、取消实验县和有关征丁这几条言之有物。结合以往的控告可以推断，

八县起事者的本质诉求即是取消实验县，他们担心实验县推广到该区的其他各县，这将触动特权团体、士绅、袍哥以及普通民

众的利益。陈开泗认为这场事变内部是由吴肇章策动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大量民众之所以能被发动起来，必有客观的原因。 

最终，该事件以陈开泗撤职、记大过两次而告终，实验县名存实亡，地方力量取得了胜利。陈开泗正直而谨慎，试图依靠

规范的现代性力量治理社会;而实验县后的其他两任县长都回归旧有的依靠士绅或者袍哥组织来管理乡村基层，才使地方恢复了

平静。 

这还是表面现象。笔者发现，事实上后两任县长征兵征粮数量并不比实验县期间少，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实

验县遭遇的挫折更大？ 

四、新都实验前后的组织人事及财政收支对比 

本节尝试分析实验县前后新都组织人事以及财政收支情况变化，试图从经济层面深入分析事变原因。 

（一）组织人事比较 

直到 1933 年底，县府以及各机关的任职名单里只包括到区。新都县府以及各机关的任职名单如表 1 所示，可知 1933 年新

                      

①参见陈开泗著《回首八十年》自印本。 

②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新都文史》第一辑，1984年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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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县府、各行政机关、县以下各区、其他机关共有正式工作人员 57位。 

此后，新都县组织人事变化并不大。直到 1937年 4月实验县开始后，其人事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既有资料

中没有县府任职人员的准确数字，但可从大量资料中做出推断。根据《新都实验县县政府组织规程》及工作过程不断调整的资

料可知，县府及各机关的工作人员估计为 59 人左右（包括县长），［23］而从实验县开始后由于工作人员倍增而建设的县府房屋

数量倍增上看，这个数字仍然偏于保守。比如土地丈量后颁发土地管业证，由于极为繁复，必有适当之组织成立，于是县府将

内部人员分为五组，每组除组长外，设办事员一至十余人不等，设监督员一人，仅这一事就需要数十名工作人员；［17］41 全县五

个督导区合计工作人员 15 人;［24］联保办事处从实行户口及土地清查后，将原有办事员 1 人增为 2 人，共计有 42 人。［25］综上，

实验县的正式领薪的工作人员共 116 人左右，为 1933 年的两倍多。而四川省其他和新都规模大小的县在 1938 年前后的县政府

机关员额设置一般在 37人左右，新都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其近两倍。① 

陈县长也认为新都的人员比当时兰溪等几个实验县多，人员薪金开支较大。那么实验县是如何处理这些增加开支的？ 

（二）财政收支比较 

下面来比较一下实验县前后的财政收支以及实验县期间的财政收人和支出。表 2 是 1933 年的预算收支和 1932 年的实际支

出情况，表 3 是 1937年 6月至 1938年 3月之间共 10个月的收支情况。两者之间虽然时间不连贯，但是据资料显示，1933年之

后县政机构的变化不大，因此两者之间具有可比性。②6 

表 1 1933年新都县府及各机关人员数量表（单位:人） 

新都县县政府职员数量表 新都县各机关公务人员数量表 

职别 人数 职别 人数 

县长 1 财政局长 1 

秘书兼司法 1 教育局长 1 

第一科科长 1 建设局长 1 

行政股主任 1 公安科科长 1 

股员 4 保卫团副团长 1 

司法股主任 1 第三课课长 1 

股员 2 各股主任 3 

第二科科长 1 区长及区副团长 14 

收发股主任 1 其他（学校、救济院、医院等） 20 

庶务组主任 1   

合计人数 14 合计 43 

资料来源:新都县县政府编辑处:《新都县政简报》，1934年 3月，根据第 49-51页整理，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① 参见四川省政府统计处 1945 年编印《四川省统计提要》之《四川省各县政府历年员额设置比较》，1945年印制。 

② 1935年之前，四川的货币单位为银钱；1935年后改用法币，故本文将用当时米价换算成实物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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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32-1933年新都县支出、预算收支表（单位:银元） 

1933年收支预算 1932年 

科目 预算收人 机关名称 预算支出 实际支出 

1933年收人各项租捐税 95000.00 县府 7794.00 10674.00 

1932年结存随粮附加款 12000.00 公安科 1572.00 1740.00 

1933年随粮附加款 52800.00 管狱署 1831.20 955.20 

  第三课 6133.30 5447.00 

  教育局 69722.84 67674.28 

  保卫团 33270.40 48506.00 

  各区公所 10104.00 13929.00 

  马路管理处 1696.12 2280.00 

  电话管理处 2280.00 1930.20 

  特支费 26591.24  

合计 159800.00 合计 160995.10 153135.68 

资料来源:新都县县政府编辑处:《新都县政简报》，1934年 3月出版，根据第 143-150页整理，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表 3新都实验县收支总表（1937年 6月一 1938年 3月）（单位:法币） 

时间 实际收入 向外借款 实际支出 收支差额 

1937年 6月 11955  8029 3926 

7月 18078  17302 776 

8月 11559  13633 -2074 

9月 18285  20804 -2519 

10月 22542  22772 -230 

11月 10031 4800 17324 -7294 

12月 5130 12200 31829 -26699 

1938年 1月 40966 7485 54392 -13426 

2月 11347  10518 830 

3月 20058  19828 230 

合计 169952 24485 216431 -46479 

资料来源:根据《新都实验县县政府具地方款收支明细表》整理所得，卷宗：160-5-043,新都区档案馆 

由表 2可知，新都县 1932年的实际支出为 153135.68元；1933年预算总收人为 159800元，预算总支出为 160995.1元，主

要支出项为教育、保卫、各区公所，两年间的支出变动不大。县府编制预算时，按照谷价每石 8 元计算，约合米价每石 16 元。
［26］计算可得 1932年县府支出约合 9570.98 石米，1933年预算收人约合 9987.5石米，预算支出约合 10062.19石米。 

由表 3 可知，新都实验县 10 个月共支出 216431 元，总体呈逐月上涨之趋势;实际收人 169952 元，对外借款 24485 元，缺

额 46479元，仅 1938年 1月支出多达 5万多元。按照成都市 1937年 12月至 1938 年 12月期间米价每石法币 11元为准，①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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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按照 12个月折合计算，则实验县全年收支约为 18540.22石和 23610.7石，分别为 1933年的 1.86 倍和 2.35倍。7 

可见，新都实验县前后的收支都有大幅增长，且支出的增长幅度大于收入。 

在收人方面，自实验县开始后，县府屡次严格催收以往年度贫民的欠谷，甚至动用政警征收，才达到上表的收人水平。县

府认为:“公学产田租收入，几占地方总收人十分之三。历年均以催收不力，积欠鉅万。佃户皆系贫苦农民，拖延愈久，欠租愈

无法清完。”有鉴于此，于“‘大春’成熟后，立即着手催收”，至 1937 年 12 月底，已经收起八成。［23］57-58之后，1938 年春

季，县府“派遣政警多名再度严催，结果收起约万元之谷。下欠万余元，预计本年秋季继续催收后，大致可望扫清”。［17］38 由

此可见，作为“零和博弈”的县级财政，只能从民众身上寻找收入来源以应付其不断增长的开支。 

五、结论 

新都实验，是一个以“公民社会”为目标的外来主体企图进人当地社会的典型案例。温铁军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

任何外部主体进人乡土社会都一定与分散小农之间存在交易费用过高的矛盾”，［6］44而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皇权下到县

就无法免疫于‘帕金森定律’的上层建筑，最终将因为成本太高而无法维持”。［27］ 

晏阳初认为，新都事件中有人喊“打倒实验县”“打倒平教会”，是新旧两种政治势力交锋的开始，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峙;

其他学者多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和特权利益的争斗。即使这些看法都对，新都事件也是一个企图进人乡土社会的外来主体，试图

直接与分散小农交易而受困于制度成本过高的典型案例。诚然，乡绅与帮会融合的旧式治理积弊甚多，但却相对具有低成本维

持的特点;而外来主体以其现代政治想象把官方组织下设到乡村，不仅机构和人员庞大，而且制度成本显著推高，并将成本进一

步转嫁给本来就无力完粮纳租的贫困民众，这也是导致地方势力发动农民反抗的原因。 

首先，实验县打破了既有的权力结构，重构了与小农的交易主体，导致交易成本增加。 

外来主体进人乡村社会，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交易中的信息搜集成本。用现代部门替代传统的做法，确实增加开支。新都

过去的政治与经济资源由乡村传统的组织把握：比如粮税征收，过去分区段设置粮约若干，负责催收，除粮约外皆不知其底细;

而其他税收则由苟荣山、吴肇章等袍哥包揽。实验县开始后，便舍弃传统的与乡村交易的权力主体，而由县府直接设立柜台征

收。在此过程中，实验县将以往与少数人的交易变成了与所有分散小农的交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确定人口数量、土

地数量、交税主体，并向其颁发各种管业证，与之签订契约，使信息搜寻费用、签订契约费用等交易成本增加。 

其次，由于与分散小农交易困难，导致县政府组织不断庞大，其行政成本随之增加。 

由上文可知，实验县的政府机关人员比实验县之前增加了一倍多，用来集中应付与分散小农的交易。正式工作人员的设立，

必定要求其待遇的提升，而不比以往非正式的管理人员。工作刚开始，即有联保主任报告称“各联保办公处职员如户籍员月薪

仅 10 元,待遇低微，实不足以维持其生活，欲求其热心工作较为困难”，［28］于是将月薪提升为 18 元，几乎增加一倍。凡此种

种，也无怪外界评论其“扰民”，不但扰民，而且自身组织耗费巨大。 

最后，所有这些成本由于省政府和平教会都无力支付，最终转嫁给全县人民，从而导致地方势力能够带动群众反抗。 

实验县 1938年的预算支出为 137967.27元，而仅前三个月就支出 84738元。省政府和平教会都不承担新政带来的巨大成本，

                      

①参见四川省政府统计处 1945年编印《四川省统计提要》之《成都市重要趸售物价》。 



 

10 

只能从该县内部解决。因此，就不难理解征收土地管业证费用，严格催收以往年度欠谷，补交 6 万多亩黑地粮税，征丁正式化

等行为。 

实验县不仅打破了以往的政治权力结构，而且打破了经济分配结构，要从既有的经济利益中拿走更大部分。这些成本由全

县民众承担，但实验县的建设部分并未真正落实，比如平民教育、农业改良、合作贷款、改善卫生等，都还未给民众带来任何

看得见的利益。这必然引起在“特权团体”领导下的普遍民众的反抗。国民政府和平教会的基层治理方案遭遇了乡村既有权力

主体的抵抗，被证明其治理体系在乡村的无效性，同时也证明了四川基层权力结构的顽固性。 

因此，新都实验县意味着只能由本地直接承担一个庞大的外来主体要求的制度转变的成本。而在当时高通账的压力下，本

来薄弱的县财政只能依靠乡村税收维持，这一成本转嫁进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这反抗的本身，不是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对错，

而是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实验增加了其制度成本，这些成本不仅转嫁给了乡村的精英阶层，也转嫁给佃农，破坏了乡土社会的稳

定。而当外部接人的现代制度对乡土社会的破坏力过大时，只有传统的乡绅与袍哥融合的地方文化才能完成低成本的治理。也

因此，实验县后的两任县长继续交好袍界甚至加人袍哥组织，回归到依靠非正规但低成本的社会组织治理乡村。平教会的领导

者晏阳初在这次事件后仍然坚持“公民社会”的理念，在新都事件后认为“社会改造”不仅要有理想，有目标，有计划，更要

有力量，他认为需要文化力、经济力、政治力和武力这四力才能实现。[5]182-183从外因看，国民政府急于使用平教会提升本土抗战

的民族意识，而传统形式的民众却不能被国民政府动员，这迫使晏阳初在制度成本奇高的条件下不得不幻想寄托于武力。 

此后，平教会开始着重建立私立乡建学院培养人才，后于 1946年在解放区土地革命的压力下，配合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包括

土改与合作社在内的华西实验区。国民政府根据兰溪、定县、新都等实验县的经验教训，颁布了“新县制”，袍哥吴肇章 1942

年被蒋介石处死。由这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事件，可窥新县制的实行效果以及国民党后来命运之一斑。关于平教会在新都事件后

的华西实验区如何汲取经验教训的问题，本文无法囊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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